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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990年代以来, 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2000年人

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122,明显存在漏报。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本文利用亲

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比方法分析了 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 认为 2000年总和生

育率最准确的估计应为 1158。通过分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认为 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下降, 2/ 5 归因

于结婚年龄的推迟, 3/ 5归因于婚内生育率的下降。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亲生子女法; 生育史重构法; 胎次递进比

=作者简介>  Robert D. Retherford,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负责人, 高级研究员;

Minja Kim Choe,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 Chen Jiajian,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

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李希如,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地理环境处处长; 崔红艳, 国家

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人口普查处副处长。

1  引言

根据中国 2000年人口普查登记的出生人数计算, 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TFRasfr)为每名妇女

平均生育 1122个孩子(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2年)。但是,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还存在相当多的争

论,有的估计数字为每名妇女平均 118个孩子。为了更好地评价生育率状况, 我们分别采用了/ 亲生
子女法0( own- children)和/生育史重构法0( birth history reconstruction)来研究 1990年和 2000年的普查

数据。每种方法都为普查之前的年份提供了两种生育率趋势的估计(每次普查一种)。这两种趋势在

1986~ 1990年彼此交叉。如果数据完全准确,这两种趋势应该在交叉期间刚好重合。然而,事实上并

未重合。对这种未重合现象的分析为评估 1999年和 2000年的TFR提供了基础。

本文讨论的生育率不仅包括年龄别生育率( ASFR)和由 ASFR计算的总和生育率(TFR) ,而且包括

时期胎次递进比( PPPR)和由PPPR计算的总和生育率( TFRpppr)。利用这些不同的估计方法, 我们还

试图评价 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多大程度是由目前结婚年龄的推迟造成的,多大程度是由婚内生育

率的下降造成的。我们还分析了分城乡、分教育程度、分民族和分迁移状况的生育率的差异以及这种

差异的变化情况。

2  背景

10年前就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TFR在 1990年代初就降到每名妇女生育 211个孩子的更替水

平以下。当年,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这一变化似乎极不寻常, 因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例

如, Feeney和 Yuan 1994, Zeng 1996; Yu 和 Yuna 1996)。后来的一些调查以及中国 2000年人口普查表

明, TFR持续下降,从 1991年的 118降到 2000年的 11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2002年,

Guo 2003, Zhang 2003)。但是,还有种种迹象表明, 在各种调查和人口普查中都低报了出生人数, 有人

认为, 2000的TFR约为每名妇女生育 118个孩子( Zai 2003, Zhang和 Cui 2003, Yu 2002)。

一些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基于对现有生育率调查和 1990、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提出,

即使把历次调查和人口普查中低报的出生人口计算在内, 生育率也确实非常低 ( Guo 2003, Zhang

2003)。Guo( 2003)认为, 就算这些原始数据经过调整、加上 20%漏报的出生人数, TFR仍然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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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他认为生育时间的推迟也是 2000年 TFR 低的原因之一, 即使生育时间不推迟, 用 Bongaarts和

Freeney( 1998年)的方法( tempo - adjusted)得出 2000年的 TFR为 1158。就在最近, Zhang 进行的分析

( 2003, 2004)认为, 2000年真实的TFR应在 115和 116之间。许多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亚洲国家的生

育率也经历了急剧的下降, 从 1970 年代的每名妇女平均生 6 个孩子降到 1990 年代中期的 114

(UN 2001)。Zai( 2003)和 Zhang( 2004)认为, 鉴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再加上有力的计划生育政

策,中国生育率急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是可能的。这种看法最近也得到一些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

表明,农村妇女其实不愿意多生孩子,原因之一是学校收费和生活开支的急剧上升使她们面临的经济

压力越来越大( Chu 2001)。这表明,市场经济释放出来的新的社会经济力量也促进了生育率的下降。

但是,仍然有证据表明,出生人口的低报严重影响了生育率数据的可靠性。首先, 在中国从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户籍管理弱化,流动人口增加, 人户分离现象突出。大量流动人口的

存在使2000年人口普查的难度比1990年普查更大( Zhang 2003)。近年来,计划外出生人口漏报严重,

一是一些夫妇逃避计划外生育的惩罚,其次, 1991年实施的/一票否决0干部责任制, 使生育率能否达

标直接与地方干部的政绩挂钩( Zeng 1996, Merli 1998, Merli和 Smith 2002, Murphy 2003) ,使得地方干部

也有意瞒报超生人口。

我们利用 1990年和 2000年人口普查的 1/ 1000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目的是估算出到 2000

年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分析方法主要基于/亲生子女法0( OWCH)和/生育史重构法0( BHR)。

3  方法

311  亲生子女法

亲生子女法适用于人口普查和家庭户调查。首先根据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与户主关系、曾生子

女数和存活子女数等问题把户内子女与母亲相匹配;然后按照子女年龄和母亲年龄把匹配的子女(即

亲生子女)进行划分;再通过逆留存( reverse- survival) , 把这些分母亲年龄的匹配的孩子倒推到以前各

年的出生人数。以前各年的分年龄妇女人数也用类似的逆留存方法求得。对未匹配上的(即非亲生)

子女进行调整后,就可以用逆留存推得的出生人口除以逆留存推得的妇女人数得到年龄别生育率

(ASFR)。最后可以通过ASFR计算出TFR。对未匹配子女进行调整的方法是,每类按年龄和母亲年龄

分的亲生子女数乘以对应年龄的所有子女(亲生加上非亲生)数与亲生子女数的比值。不管母亲的年

龄如何,使用的非亲生的调整因子是一样的, 因为非亲生子女的母亲的年龄是不知道的。

通常我们回推得到普查前 15年每一年的生育率。比15年更久远的年份通常不再考虑,因为那些

年份的出生人口都是目前 15岁或 15岁以上的人,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已不再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因此也就无法匹配。所有的计算首先都由单一年份和单一年龄得出。对年龄组或年份组的估算是通

过分别合计单一年份的分子(出生人口)和分母(妇女) , 然后用合计后的分子除以合计后的分母得出

的。这种合计对尽量减少年龄错报对生育率的影响往往非常有用。但是, 在中国,年龄错报并不是

问题,因为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出生的年份。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自己或家人的属相(阴历出生年) , 普查

员也会把申报人申报的阴历年换算为阳历年。

亲生子女法可以用于对不完整生育记录的生育率估算。亲生子女法利用逆留存和非亲生调整因

子把这些漏掉的出生人口重新补上。计算过程中,生命表采用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 1973、1981、1987

和2000年的生命表,根据时间对生命表进行内插,得到 1973~ 2000年每年的生命表,作为亲生子女法

估算生育率程序的输入数据。

312  生育史重构法

生育史重构法的基础是家庭户中与每位妇女相匹配的亲生子女的不完整的生育史。每名亲生子

女的出生年份来自他(她)在人口普查时登记的年龄, 这反映出其母亲的(或许并不完整)生育史。妇

女曾生子女数与和她匹配的亲生子女数这二者的差别就是普查时已经死亡或不再与家人同住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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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这个差异通过Luther( Cho et al1 1986, Luthert和 Cho 1988)发明的概率法估算到不完整的生育史

中。对任何一名特定的妇女来说, 其生育史可能会不太准确。但是当计算合计生育率时, 个人的误差

就会得到抵消, 因而大样本规模中的生育率估算就相当准确。当然, 除非还有其他误差存在。

生育史重构后, 生育率估计就可以通过传统的方法计算出来,即根据普查前每一年生育史中的申

报,按母亲年龄来计算出生人口。再计算分年龄妇女的风险人年数。然后, 将分母亲年龄的出生人口

除以分年龄妇女的风险人年数就可以得到这一年或这一时期的ASFR估计值。最后再加总计算TFR。

本文在后面比较了根据亲生子女法和生育史重构法求出的 TFR。两者并不一致, 因为它们的数

据来源是不一样的。

313  时期胎次递进比

根据重构的生育史,不仅能够计算出 ASFR和以此计算的 TFR,而且能够计算出时期胎次递进比

( PPPR)和根据 PPPR计算的TFRpppr。

一名妇女的胎次是用她生育过的子女人数来计算的。胎次递进比指生育了给定胎次的妇女至少

再生下一胎的比率。在一个特定年份中,根据生育下一胎的不同间隔的递进概率, 每个 PPPR都利用

时期生命表法计算。在这里, 间隔以年来计算,最高为 10年,到了 10年, 生命表即终止。这种方法假

定的前提是,间隔10年后再生育下一胎次的可能性忽略不计。另一种情况是一名妇女从出生到初

婚,生命周期在 35岁时截断, 其假设前提是 35岁初婚的可能性忽略不计。我们用 PM(妇女从出生到

初婚)、P0(从初婚到生育第 1胎)、P1(从生育第 1胎到生育第 2胎)、, ,P5(从生育第 5胎到生育第 6

胎)、P6(从生育 6胎或以上到更高胎次)表示各 PPPR。

TFRpppr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 Feeney 1986, Feeney和 Yu 1987)求出:

TFRpppr= PMP0+ PMP0P1+ PMP0P1P2+ PMP0P1P2P3+ PMP0P1P2P3P4+ PMP0P1P2P3P4P5

+ PMP0P1P2P3P4P5P6/ ( 1- P6)

一般地, TFRpppr值与由传统方法计算的 TFR值不完全一致, 但通常非常接近。TFRpppr的一个特性

是,它对婚姻和生育间隔的波动不像TFRasfr那么敏感。因此, TFRpppr趋势往往比TFR趋势平缓。

中国 1990年人口普查,没有初婚年龄这个项目,因此,无法分别计算 PM 值和 P0 值。上面的 PMP0

用PB取代, 表示妇女从自己出生到初育的比率。

4  研究结果

411  TFR的趋势

首先比较通过 2000人口普查前一年出生人口( BLY)计算的 ASFR和通过亲生子女( OWCH)法和

生育史重构( BHR)法得到的 2000年的ASFR(图 1)。图 1显示, OWCH 估计和 BHR估计非常接近,但

OWCH估计比 BLY估计要高。BLY估计低的一个原因是,有些妇女没有登记普查前一年计划外生育

的情况。总和生育率(TFR)可以根据此图中的 ASFR计算出来。TFR的 BLY估算值为每名妇女 1122

个孩子, OWCH 的估算值为 1136, BHR的估计值为1138。TFR的OWCH估计值比 BLY估计值高 11% ,

TFR的 BHR估计值则比 BLY估计值高 13%。

OWCH和 BHR对 2000年TFR的估计值主要基于人口普查的 0岁人口。这些人口也存在漏报,但

是漏报程度显然没有由妇女申报的上一年的出生人口严重。因此,尽管对 2000年生育水平的OWCH

和 BHR估计值都比实际水平低, 但并不像 BLY低的那么多。在本文的其余篇幅中,我们将集中讨论

OWCH和 BHR的估计值, 对 BLY估计值不做进一步的研究。

1990和 2000年的人口普查我们都采用 OWCH法和 BHR法估计总和生育率, 图 2显示了TFR的

变化情况。2000年人口普查估算的 TFR, BHR的估算只推到 1990年。原因是, 2000年人口普查, 只有

15~ 50岁的妇女填报了曾生子女数和存活子女数(用于计算与非亲生子女相对应的出生人数) ( 1990年

人口普查, 15~ 64岁的妇女都填报了这个项目)。这意味着, 当我们考虑 2000 年普查之前的那些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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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通过亲生子女(OWCH)法、生育史重构(BHR)法以及普查前一年生育情况( BLY)

推导出的 2000 年人口普查前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

时,有关曾生子女和存活子女的信息限定在较年轻的妇女身上。比如, 2000年人口普查时 50岁的妇女

在1990年仅有 40岁, 也就是说, 没有 1990年 41~ 49岁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和存活子女人数。因此,

BHR法没有把 1990年 41~ 49岁的妇女相对应的未匹配上的子女计算在重构的生育史里, 只有与这些

妇女相匹配的亲生子女相对应的出生人口保留在生育史中,因此, ASFR( 40~ 44岁)和 ASFR( 45~ 49

岁)的 BHR估计值稍低一些,但并不为零。我们认为, 1990年代, 40岁以上妇女生育的较少,对这部分

出生人口的少量遗漏导致的对 1990年 TFR估算偏差较小。但是,在 1990年以前的年份,这种偏差可

能较大。因此, 我们没有用 BHR方法估计 1990年代以前的 TFR。

图2说明,用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TFR, BHR的估计值比 OWCH的估计值低,尤其是离普查

时点近的年份, 这主要是低报了曾生子女数。其实,非亲生子女(不能匹配, 通常因为他们不与母亲共

同居住)的比例, 2000年人口普查远远高于 1990年人口普查。当妇女有不止一个子女在其他地方居

住时,在登记存活子女数时瞒报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流动人口中,不止有一个子女,又把子女留给祖

父母或其他亲戚照顾的妇女。那么,根据 2000年人口普查 OWCH法估计的 TFR就比 BHR法准确,因

为OWCH方法通过非亲生调整因子计算了几乎所有的未匹配上的子女,而曾生子女往往被低报。为

此,我们倾向于使用 OWCH 估计值而非 BHR估计值。这种倾向适用于推算全国的 TFR, 不适用于根

据某种特征分组的不同人群的 TFR比较, 例如分城乡比较,分民族比较等。这种情况, BHR估计值通

常更好。

图2中根据亲生子女法用估算的两类 TFR趋势在 1986~ 1990年彼此重叠。前面提到,如果这些

数据准确, 两条曲线应重合。但是, 我们看到, 2000年人口普查估算的 TFR远远超过 1990年人口普

查估算的TFR。原因是, 申报人往往瞒报计划外生育的子女,特别是最近低年龄儿童。1990年低年龄

人口存在漏报, 年龄越低漏报越严重,所以这种差异在 1990年最大。

在这里, 1990年人口普查的 TFR估算所依据的出生人口是对 2000年人口普查时 10岁的子女逆

留存后推出的。如果我们假定 2000年人口普查中 10岁人口不存在漏报,那么, 通过 2000年人口普查

对1990的TFR的估计可以看作是准确的,而通过 1990年人口普查的 0岁子女推算 1990年的TFR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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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通过 1990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的亲生子女法和生育史重构法估算的中国总和生育率趋势

以说太低了。前一种估算值与后一种估算值的比率得出一个校正因子111606。换句话说, 使用这种校

正因子可以把 199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 TFR估算值上调 16106%。

假设 111606的校正因子也可用于 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 2000年的TFR。2000年校正因子无疑

是与此不同的, 但是,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上调 16106%很可能比根本没有校正要好。采用这个

校正因子的结果是把 2000年TFR估算值从 1136上调到 1158。这是我们对 2000年 TFR最准确的估

算。这个估算数字与上文提到的 Zhang ( 2003、2004)的结论非常接近:即 2000年真实的TFR在 115到

116之间。

为了更好地了解 111606 这个校正因子的可靠性, 我们用亲生子女法得出的估计值还计算了

1989、1988、1987和 1986年的校正因子,不仅有TFR的校正因子,而且有 ASFR的校正因子。在每种情

况下, 校正因子都是用200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具体年份的 TFR或ASFR估计值与根据 1990年人口普

查得出的同一年份的 TFR或ASFR估计值得出的比率(见表 1)。从 1986~ 1989年, TFR的校正因子每

年大约都为1110( 1988年为 1105)。而ASFR的校正因子相差较大, 30~ 34岁和 35~ 39岁这两个年龄

段比其他年龄段高, 原因可能是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的第二胎主要是发生在这些年龄段。校正因子

的多变表明,我们计算的 1990年 TFR的校正因子( 111606)只能看作粗略的估计。

图2显示的TFR趋势的一些其他特征也值得注意。第一, 1982年的 TFR出现上升迹象, 原因是

1980年实施了新婚姻法。这一法律放宽了 1971年以来实施的晚婚、晚育、少生政策中对晚婚的规定

(妇女结婚的最低年龄农村 23岁, 城市 25 岁)。新婚姻法规定, 最低婚龄在全国范围内都是 20岁

( Choe et al1 1990)。新婚姻法导致婚龄下降, 婚龄下降又导致初育年龄下降, 这也许能解释 TFR在

1980年婚姻法颁布两年后,即 1982年为什么会突然上升。第二, 1986~ 1987年TFR出现了上升, 这是

1984年独生子女政策放宽(某些地区, 第一胎生了女孩的农村夫妇可以再生一胎 ( Feeney 和 Yuan

1994, Zeng 1989) )的结果。这项政策在 1988年再次收紧。此后, TFR再次下降( Hardee- Cleaveland 和

Banister 1988)。第三, 1999年TFR下降。这或许是把生育推迟到 2000年的结果。2000年是龙年,又

是千禧之年,是生孩子的吉利年份。另一种可能是, 1999年出生的婴儿 填报成 2000年出生。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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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的人口普查中也能观察到这种情况(比如,见 Retherford et al( 1987) )。
表1  根据 1990 年人口普查、通过亲生子女法估算 1986年、1987年、1988年、1989年和 1990年 TFR

和 ASFR重叠推出的调整因子

年龄组( ASFR)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5~ 19 1103 1103 11 00 1117 1133

20~ 24 1106 1108 01 99 1106 1113

25~ 29 1111 1111 11 09 1113 1115

30~ 34 1119 1118 11 09 1120 1122

35~ 39 1117 1108 11 14 1118 1132

40~ 44 1105 1112 11 09 0189 1115

45~ 49 0159 0181 11 16 0167 0179

合计( TFR) 1110 1110 11 05 1111 1116

  中国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较汉族宽松。本文将民族划分为汉( 2000年占总人口的 92% ) , 满/壮

( 2%)和其他少数民族( 6% )。如果对超生人口瞒报是图 2中TFR趋势估算重叠差异的主要原因,那

么,我们就可以预料, 这些差异在/其他少数民族0中应该相对较小。图 3显示了这 3 个民族分组的

TFR趋势的亲生子女估算。该图表明, /其他少数民族0的差异比汉族小,虽然程度不是很大。

图 3 按民族划分的总和生育率趋势( 1990年和 2000年人口普查的亲生子女法估算)

图3的另一种有趣特征是, 在 1981年以前,满/壮的生育率与/其他少数民族0非常接近。1981年

以后, 满、壮的生育率与/其他少数民族0分离开来,而与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完全重合。因为满族和

壮族的生育政策已经比较接近汉族。这种变化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控制是很有效的。

412  TFRpppr的趋势

时期胎次递进比( PPPR)和 TFRpppr, 是由生育史重构法得出的。PB 代表妇女从出生到初育的比

率,接近1, 1980年代稍高, 1990年代略有下降。1980年代偏高是因为1980年颁布了新婚姻法, 政策一

变,有些等着结婚的男女决定在晚婚政策恢复之前提早结婚。这或许就是 PB到 1982年几乎升高到 1

并在这个水平上保持到 1990年的主要原因。此后,婚龄在没有政策压力的情况下开始延后, PB 也开

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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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从 1990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推导出的时期胎次递进比趋势

  P1 显示完全不同的轨迹。P1 开始于接近 1的值, 然后在 1976~ 1980 年间缓慢下降, 接着又从

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一两年后开始急剧下降。1980年代中期,当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放宽时( 1984

年的开小口政策) , P1又有所上升,然后在政策重新收紧时再次下降。P2 和 P3 也遵循类似的轨迹。

由此计算的生育率在 1976年就已经开始下降, 1971年的/晚稀少0政策至少是一个原因。1990年

和200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各种 PPPR趋势在 1990年有所重叠,表中也体现出这一点。这些重叠的估

算值较为接近。如同估计的那样, 2000年普查的 1990的 PPPR估算值超过了 1990年普查的 PPPR估

算值,但幅度不大。

从图 4得出的结论是, 妇女申报的胎次低于实际生育的胎次。其实前面已经讨论过, 两次普查中

出生子女人数都有一定程度的漏报。低报出生子女人数使TFRpppr估计值偏低。但是, 1990年漏报程

度较低。

图4中的各 PPPR(以及没有显示的 P4、P5和 P6)可以总计入对TFRpppr的估算。图5中曲线显示了

1990年和 2000年普查的TFRpppr和传统的TFR( BHR法)。TFR( BHR法)在图中表示为TFRasfr。如前面

提到的, TFRpppr受生育间隔的影响小于 TFRasfr。因此, TFRpppr的趋势比TFRasfr平缓。另一个结果是,当

TFRasfr向下波动时, TFRpppr往往要高于 TFRasfr; 而当TFRasfr向上波动时, TFRpppr往往要低于TFRasfr。此

图还显示, 就 1990年重合的估算值而言, TFRpppr的吻合程度好于TFRasfr,这与图 4中PPPR的重叠估算

值较为接近是一致的。1982年 TFRasfr的上升比TFRpppr明显, 但是 1984 年的上升却不是这样, 其原因

不得而知。

413  分解TFR的变化

为了评价婚龄提高对 1990 年代中国生育率下降有多大影响, 我们把 TFR 的变化分解为两个要

素,一个是目前分年龄的已婚比例的变化, 一个是分年龄的婚内生育率的变化。Retherford 和 Ogawa

( 1978)以及 Retherford 和Rele( 1989)介绍了这种分解法, 这一方法由 Kitagawa( 1955)提出。这一方法是

对TFRasfr进行分解。

TFR被计算为 5 E FX,在这里, FX 表示 x至 x + 5年龄段的 ASFR, 累加范围是从 15~ 19岁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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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FRasfr和 TFRpppr趋势( 1990 年和 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史重构法推导)

49岁年龄段。我们还用了 Fx= PxFmx。在这里, Px代表在 x 到 x+ 5年龄段中的已婚比例, Fmx代表在这

个年龄段中的年龄别婚内生育率( ASMFR) ) ) ) 在这里,我们假定所有生育行为都是在婚内发生的(这

在中国是一种合理的假定)。分解公式是:

$TFR= 5 E Fmx$Px+ 5 E Px$Fmx

在这里, Fmx和Px都是平均值,分别是由把初始值和终值相加再除以 2得出的(用平均值而非初始

值可以避免在分解中出现剩余项) , $代表在 1990~ 2000年间发生的变化。公式右侧的两部分, 第一

部分是因为结婚比例变化导致的变化, 第二部分是婚内生育率变化导致的变化。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原始 TFR 估算值应如何调整, 与此相应, 表 2的分解利用了没调整过的、从

2000年普查中得出的 1990年TFR和ASFR的OWCH估算以及上调16106%后的2000年普查中得到的

2000年TFR和 ASFR的 OWCH 估算。此表说明, TFR 的变化, 43%是由年龄别已婚比例的下降造成

的, 57%是由年龄别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婚姻的影响有 91%集中于 15~ 19岁和 20~ 24岁年龄段,这

也反映出平均婚龄的上升。1990年~ 2000年期间, 根据 1990和 2000年两次普查年龄龄别未婚比例

计算出来的单身者平均婚龄( SMAM)从2211岁上升至 2313岁。婚内生育率的影响更为广泛, 这一因

素的影响有94%出现在 20~ 39岁。

为了检验这种分解结果对 2000年 TFR调整因子变化的灵敏度, 我们在没有用任何调整因子的情

况下重新进行了计算。做完这种计算后(详细结果未显示) ,婚姻的影响从 43%降至 33%。另一种分

解是用 1990年人口普查估算 1990年的 ASPM 和 ASMFR, 用 2000年的人口普查估算 2000年的 ASPM

和ASMFR ) ) ) 仍然不加入调整因子, 结果(详细结果也未显示)表明, 1990~ 2000 年 TFR 的变化有

33% ~ 43%是由婚龄上升而导致的 15~ 19岁和 20~ 24岁已婚者比例下降造成的。

TFRpppr的变化也可以利用Ogawa 和 Retherford( 1993)的方法和前文给出的利用 PPPR 计算 TFRpppr

的公式分解。把 TFRpppr的变化( $TFRPPPR) 分解为各胎次 PPPR 变化的方法如下: 为了计算 $PM 对

$TFRpppr的贡献, 首先要计算TFRpppr的标准化值, 计算时PM 取2000年的值,而其他PPPR取 1990年值。

用TFRpppr( M)表示标准化值, 则 $PM 对 $TFRpppr的贡献可计算为 TFRpppr ( M) - TFR ppr ( 1990)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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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 对 $TFRpppr的贡献, 首先也计算TFRpppr的标准化值, 计算时 PM 和 P0 取 2000年的值,而其他 PPPR

取1990年值。用 TFRpppr( M, 0)表示标准化值, 则 $P0 对 $TFRpppr的贡献可计算为: TFRpppr( M, 0) -

TFRpppr( M)。依此类推,其余各 $P1、$P2、$P3、$P4、$P5 和 $P6的贡献都可分别计算为: TFRpppr(M, 0, 1)

- TFRpppr(M, 0)、TFRpppr(M, 0, 1, 2) - TFRpppr( M, 0, 1)、TFRpppr( M, 0, 1, 2, 3) - TFRpppr(M, 0, 1, 2)、TFRpppr

(M, 0, 1, 2, 3, 4) - TFRpppr (M, 0, 1, 2, 3)、TFRpppr (M, 0, 1, 2, 3, 4, 5) - TFRpppr (M, 0, 1, 2, 3, 4)和 TFRpppr

( 2000) - TFRpppr(M, 0, 1, 2, 3, 4, 5)。在这种分解中没有残留项。

表 2  将总和生育率(TFR)的变化分解为 1990~ 2000 年分年龄的已婚比例的变化和分年龄的婚内生育率的变化

年龄组
1990

TFR

2000

TFR

下列因素的变化对 TFR变化的贡献百分比

已婚比例 婚内生育率 合计

15~ 19 10 1 11

20~ 24 29 8 37

25~ 29 3 27 30

30~ 34 0 10 11

35~ 39 0 8 8

40~ 44 0 3 3

45~ 49 0 0 0

合计 21 58 1158 43 57 100

  注:TFR指TFRasfr。ASFR和TFR是通过亲生子女法、用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估算出来的。在进行分解之前, 对

2000年的 TFR和 ASFR作了 16106%的上调。

我们根据 1990和 2000年普查得出 PPPR的 BHR估计值进行 TFRpppr变化的分解(表 3)。表 3显

示, PB的变化只能解释 TFRpppr变化的 5%, 而且这一变化完全源于 PM 的变化。TFRpppr变化的 70%源

于P1的变化,另外 23%源于 P2 的变化。更高胎次变化只能解释 TFRpppr变的化 2%。这与表 2中对

TFRasfr变化进行分解而得到的结果相差甚远。在 $TFRpppr分解中婚姻的作用很小的原因是,尽管平均

结婚年龄有所增加, 但几乎所有人都会结婚,因此, PM 仍然接近 1。这再一次证明了 TFRpppr对结婚时

间和生育时间变化不如TFRasfr敏感。
表 3 总和生育率( TFRpppr)的变化分解为 1990~ 2000年间各 PPPR的变化

变化的贡献百分比

p B pM p 0 p 1 p 2 p 3 p 4 p 5 p 6+ 合计

分解 5 0 70 23 2 0 0 0 100

  注:在分解中, 1990年和 2000 年的各 PPPR和 TFRpppr是分别依据 1990 年和 2000年的人口普查,未加调整的情况下

估算出来的。TFRpppr从 1990年的 21 02下降到 2000 年的 1139。

414  生育率的差异分析

根据人口的不同特征, 研究生育率的差异是很有益的。本文考虑的特征包括城乡(市、镇和乡

村) , 教育(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学) ,流动(跨省流动、省内流动、没有流动) , 民族(汉族、满族和

壮族、其他少数民族)。

在我们的分析中,迁移流动状况的概念在 1990年和 2000年是不一样的。在 1990年普查中,我们只

把它定义为 5年前居住在同一省份的另一个县/市, 或者在另一个省份,与户口登记地无关。在 2000年

人口普查中,我们把它定义为离开户籍登记地至少半年、其户口登记地要么在同一个省份的其他县/市,

要么在其他省份,不包括那些已经把正式户籍登记地变为他们在普查时居住地的人。我们认为, 1990年

户籍管理较为严格,流动人口较少,用上述定义研究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也是合理的。

在我们分析使用的 1990年和 2000年普查样本中, 15~ 64岁的妇女的特征在两次普查间发生了很

大变化。两次普查间,市妇女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 镇妇女的比例则增加了一半以上, 乡村妇女的

比例下降了60%。就教育而言,小学及以下人口的比例从 62%降至 45% ,较高教育水平者的比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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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上升。从流动情况来看, 1990年和2000年的数量差异较大, 流动人口在全国 15~ 64岁妇女中的比

例由 1990年的4%上升到 2000年的7%。按照民族划分, 汉族的比例略有下降, 从 93%降至 92% ,满

族和壮族的比例基本不变;而/其他少数民族0的比例从 5%增至 6%。

表4  由应用于 1990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的亲生子女法和生育史重构法推出的对 1976~ 1980年、1981~ 1985 年、

1986~ 1990 年、1991~ 1995年和 1996~ 2000年总和生育率的估计

方法 1976~ 1980 1981~ 1985 1986~ 1990 1991~ 1995 1996~ 2000

合计 TFRasfr ( OWCH) 2190 2151 2166 1169 11 35

TFRasfr ( BHR) 2196 2150 2136 1161 11 33

TFRpppr( BHR) 3115 2133 2117 1160 11 40

居住地

城市 TFRasfr ( OWCH) 1173 1147 1168 1111 01 95

TFRasfr ( BHR) 1167 1141 1133 1114 11 04

TFRpppr( BHR) 2110 1125 1117 1119 11 11

镇 TFRasfr ( OWCH) 2132 1187 2129 1147 11 19

TFRasfr ( BHR) 2130 1183 1166 1144 11 24

TFRpppr( BHR) 2171 1170 1154 1147 11 28

农村 TFRasfr ( OWCH) 3121 2182 3116 2100 11 57

TFRasfr ( BHR) 3130 2183 2164 1187 11 49

TFRpppr( BHR) 3144 2166 2146 1184 11 57

教育

小学及以下 TFRasfr ( OWCH) 3126 2191 3107 2110 11 70

TFRasfr ( BHR) 3135 2190 2170 1199 11 67

TFRpppr( BHR) 3137 2162 2149 1188 11 67

初中 TFRasfr ( OWCH) 2121 2117 2157 1161 11 33

TFRasfr ( BHR) 2123 2113 2118 1153 11 32

TFRpppr( BHR) 2161 1184 1196 1155 11 36

高中 TFRasfr ( OWCH) 1182 1189 1190 1113 11 04

TFRasfr ( BHR) 1180 1185 1166 1108 11 02

TFRpppr( BHR) 2115 1155 1152 1118 11 07

大学 TFRasfr ( OWCH) 1139 1112 1143 1102 01 89

TFRasfr ( BHR) 1137 1109 1114 0196 01 86

TFRpppr( BHR) 1161 1105 1102 1100 01 93

迁移流动

未流动 TFRasfr ( OWCH) 2191 2155 2173 1175 11 41

TFRasfr ( BHR) 2198 2154 2137 1162 11 33

TFRpppr( BHR) 3117 2135 2118 1160 11 40

省内 TFRasfr ( OWCH) 2134 1155 1161 1130 11 10

TFRasfr ( BHR) 2146 1166 2115 1161 11 36

TFRpppr( BHR) 2168 1188 1184 1159 11 38

跨省 TFRasfr ( OWCH) 1199 1137 1108 0184 01 77

TFRasfr ( BHR) 2113 1157 2138 1172 11 57

TFRpppr( BHR) 2125 1162 1196 1174 11 54

民族

汉族 TFRasfr ( OWCH) 2180 2142 2161 1165 11 30

TFRasfr ( BHR) 2186 2141 2130 1156 11 28

TFRpppr( BHR) 3109 2126 2111 1156 11 37

满族和壮族 TFRasfr ( OWCH) 4114 3142 2187 1174 11 43

TFRasfr ( BHR) 3195 3140 2163 1167 11 38

TFRpppr( BHR) 3196 3102 2142 1170 11 46

其他民族 TFRasfr ( OWCH) 4123 3184 3142 2137 11 89

TFRasfr ( BHR) 4148 3198 3133 2129 11 92

TFRpppr( BHR) 4132 3171 3111 2115 1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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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显示了总和生育率 TFRasfr和TFRpppr从 1976~ 1980年至 1996~ 2000年这些 5年时间段中的估

算值。1986~ 1990 年的 OWCH 估算值来自 2000年人口普查, 但 1986~ 1990 年的 BHR 估算值来自

1990年普查。在这里未对漏报的出生人口进行调整。但是,就全国而言, 我们考虑了 1996~ 2000年

TFRasfr的调整估算值。具体方法是: 用 1996~ 2000 年 TFRasfr的原始估算值乘以 2000 年普查得出的

1986~ 1990年TFRasfr与 1990年普查得出的 1986~ 1990年TFRasfr这两个数之间的比值。比值为21661/

21415= 11102, 乘以 1996~ 2000 年 TFRasfr原始估算值后得出一个经过调整的/ 最佳0 1996~ 2000年

TFRasfr估算值: 1148,与 2000年本身1158的估算值相比稍低。

需要指出的第一点是,城乡之间和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生育率差别往往较大。城市的生育率

远远低于农村生育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的生育率远远低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的生育率, 汉族

的生育率低于少数民族的生育率。不过生育率都在急剧下降。这表明, 城市人口和高教育程度人口

比例的上升只能从部分上解释生育率的整体下降。到 1996~ 2000年,无论如何计算,城市妇女和受过

高中或大学教育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都接近 110。

表 5 由 1990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推出的

妇女的初婚年龄( SMAM)

特征 1990普查 2000普查

全部妇女 2211 2313

居住地

城市 2318 2415

镇 2219 2315

农村 2117 2217

教育

小学及以下 2114 2118

初中 2212 2311

高中 2317 2416

大学 2516 2516

迁移流动

跨省 2113 2415

省内 2210 2319

未流动 2211 2312

民族

汉族 2211 2314

满族和壮族 2210 2314

其他民族 2114 2213

按迁移流动状况划分的生育率的差别比较复杂。TFRasfr

的OWCH估算流动人口偏低,未流动人口却偏高。这是因为,

在用亲生子女法计算中,无论流动人口状况如何,非亲生因子

都是一样考虑的(就非亲生子女而言,我们不知道其母亲的特

征,包括生育状况) ,而事实上,流动人口的非亲生因子应该比

未流动人口大(因为许多流动人口的子女都暂时寄养在未流

动的亲戚家里)。由于这种偏差, TFRasfr的OWCH估算, 未流动

人口偏高, 流动人口偏低。而 TFRasfr的 BHR估算却不存在这

种偏差,因为非亲生子女以不同的方式计算在内。在这种情

况下, TFRasfr对流动人口偏高, 是由于流动人口来自生育率较

高的农村地区。鉴于 1991~ 1995年和 1996~ 2000年的 TFRasfr

和TFRppprBHR估算值都来自 2000年普查,我们只能得出不管

流动人口还是未流动的人口, 生育率在 1990年代都大幅下

降。各自对生育率整体下降的作用没有得到解释。

由于很难根据这两次人口普查中的特征为漏报的出生人

口进行调整,我们不打算在表 4考虑的每种特征类别之内分

解TFR的变化。如表 5显示, 我们只针对 1990~ 2000年间单

身者平均婚龄(SMAM)在每类特征下如何变化提供了估算值。

从整体上看, SMAM上升了 112岁。按居住地划分, 城市人口

的SMAM高于乡村人口;但是,随时间的推移,乡村的增长幅度却高于城市。按教育划分, 教育程度高

的人口SMAM较高; 但是, 随时间的推移, 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的 SMAM 提高速度高于小学或

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大学人口的 SMAM没有变化)。按流动状况划分, 在 1990年人口普查中, 未流

动人口的 SMAM高于流动人口, 但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却正好相反。这种倒置的原因还不清楚,

或许与两次普查之间城市流动人口急剧增长以及两次人口普查对流动人口所使用的定义不同有关。

按民族划分,汉、满和壮的 SMAM高于/其他少数民族0;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满和壮 SMAM的提高量

大于/其他少数民族0。

5  结论

分析表明, 2000年TFRasfr的亲生子女法估算值应该上调约 16%, 从而使 1136的原始估算上调到

1158,这是我们对 2000年生育率的最佳的估算。同样的方法也可用于 2000年人口普查以前、即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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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5年时间段的 TFRasfr的亲生子女估算。这样, TFRasfr的原始估算需要上调约 10% ,使 1135的

原始估算值上调至 1148, 这是我们对1996~ 2000年的最佳估算。分解分析表明, 1990~ 2000年 TFRasfr

的变化约有 2/ 5要归因于婚龄的推迟。另一方面, 在此期间, 从妇女出生到结婚的 PPPR的变化只能

解释TFRpppr变化的 5%。原因是, 即使婚龄推迟, 几乎所有人还是要结婚, 因此,妇女从出生到初婚的

递进比仍然接近 1。分析还表明, 分城乡、教育、民族和迁移流动状况的生育率差别很大。

由于对出生人口和子女的调整幅度没有把握,我们的估算并不完全精确。尽管如此, 这些分析清

楚地说明, 199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大幅度下降 ) ) ) 就 2000年而言,虽然不至于低到每位妇

女112个子女, 但或许在每位妇女 115~ 116个子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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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in China: HowMuch Has It Really Declined?

China has achieved low fertility in the 1990s. According to 2000 populat ion census, total fertility rate in China

was 1. 22 in 2000, which implies substantial under- report ing of births. But how much has fert ility really de-

clined? This paper analyzes fertility in the 1990s using own- children method, birth history reconstruction method

and parity progression ratios, and reaches an estimate of a TFR of 1. 58 in 2000. Decomposition of TFR shows

that Chinese fertility decline in the 1990s is attributable to both marriage deferral ( 43% ) and decline in martial

fert ility ( 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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